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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 
-“共同作业"与走向“和解"的尝试 

山田辰雄 

日中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一环，也是日中两国之间的战争。先前围绕日中战争的课题 ，学 

界已经展开了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影响也往往超出学术领域，引发了基于历史认识分歧的日中 

政治对立，此种状况直到今天仍在持续。对于这种局面，我们研究者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本人以前也曾参与过几项与日中战争相关的国际性研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始于 

2000年的日中战争国际共同研究。这项研究由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美国哈佛大学)、杨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我共同发起，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夏威夷毛伊岛、箱根、重庆(两 

次)以及台北召开了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历次会后也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除了日本、美国、中国大 

陆之外，会议还吸引了英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俄罗斯 、韩国、印度 、缅甸 

以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学者的广泛参与。这项计划的一个重要 目的，就是各国学者汇聚一堂，通过 

各自掌握的本国独有资料，共同对日中战争中的特定事件或某些局面进行比较研究，以形成相通的 

历史认识，促进相互理解。 

一

、 “共同作业”的必要性 

各国研究者已对日中战争的某些局面及事件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厘清了一些事实 ，这当然十 

分可贵。在过去的“共同研究”中，各国研究者依据各 自掌握的独有资料，通过学术研讨会及论文 

等形式展开交流。不过，在我看来，仅仅在共同研究中“厘清事实”，未必就一定能够促进 日中两国 

国民的相互理解。 

历史中出现的数字问题比较直观，所以日中双方的媒体往往倾向于聚焦特定事件，进而扩大政 

治上的对立。政治家们有时会抑制这种倾向，但有时也会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对其加以利用。往 

往会成为争论焦点的是 1937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人数。在近年来由日中两国官方所推动的日 

中历史共同研究的报告书中，两国专家对这一问题持慎重态度。 

Et方的研究者是这样叙述的：“日本军队虐杀致死者，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为 20万人 

以上⋯⋯而 1947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则判为30万人以上，中方的见解即依据后者数字。但 

在日方现有的研究中，均以20万为遇难者人数之上限，此外还有 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数字。” 

与此相对，中方报告书内容如下：“根据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之认定⋯⋯‘在 13军占领(南京)后的 

最初6周内，南京城内及附近遭到屠杀的平民与俘虏就达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 

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遭到集体屠杀的人数多达 19万人以上，此外还有 15万人以上被零散地屠 

杀，遇害者总数为 30万人以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中两国研究者在谈及南京事件遇害人数时，都提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的判决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两种同样的记录。但中方研究者由此得出了受害者 3O万人以上 

的结论，而日方则未提及具体数字。这样的数字在政治性场合被提起，再经媒体宣扬后，双方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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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续) 

互相指责对方“错误”的历史认识，进而引发政治上的对立。 

包括日中两国在内，世界范围的日中战争研究领域中，已经形成了可以展开对话的国际性团 

体。在此情形下，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各国研究者汇聚一堂就 自己的研究成果相互交换意见的 

“共同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各国的研究者围坐一起讨论如何才能达成最终结论的“共同作业”。 

二、走向“和解”的尝试——南京与广岛 

为了达成“和解”，处于对立中的两国国民有必要认识对方的心理并了解其思维逻辑。因此， 

要将 日中两国人民围绕历史问题的对立导向“和解”，就需要大胆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中国领导 

人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对 日本的侵略加以批判时，一部分或者更多的日本人就会把这一行为 

看作是“反 日运动”。然而，不能不理解中国领导人这一行为背后存在着的南京大屠杀遇害者的怨 

念，以及中国一般民众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批判。甚至也可以认为这种批判源 自支撑现代中国的民 

族主义。政治家有时会过于顾及人民特定的感情，这能够增强国民的一体感，但也有可能引发反对 

对方的运动。但是，应该将这样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人民对南京事件的历史认识区别对待。 

日本人以及日本政府每年 8月都会举行仪式，悼念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的遇难者。日本首 

相会出席这一典礼，并且最近美国驻 日大使也前来参加。这并无法抚平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的怨念。 

然而，包括官方人士在内的大多数日本人以及外国人并未将此仪式视为反美运动。既然如此，日本 

的领导人为什么不去访问南京呢? 

问题在于日中战争中的“正义”。中国与美国都认为日中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现 

在，日本、美国与中国的人民还无法完全摆脱这—认识框架的束缚。要从这一历史纠结中解放出来还需 

要时间与努力。为了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日本、美国及中国的领导人有必要互访战争死难者的遇难之地。 

这就是我通过参加 日中战争共同研究获得的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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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到战后：史学与中国抗 日战争遗产之评价 

米 德(Rana Mitter) 

在西方有关二战的分析中，中国的作用成为一个 日益重要的因素。尽管相对而言，中国仍旧是 
一 个不太为人所熟知的战区，但是，在更广范围的全球性冲突的历史研究中，中国的重要性正变得 

日益清晰起来。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迈向一个新阶段，亦即要进一步推动抗战研究向前发展的 

阶段，在我看来 ，这其中的关键任务似乎在于将战后时期也纳入重新评价的范围中来。 

抗 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国民(国民党)政府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被迅速击垮。然而，对于国 

民政府而言，战后初期存在过一个可以利用其在抗 日斗争中赢得的政治声望的短暂机会。尽管国 

民政府在短短四年后便土崩瓦解，但是，至少它在国际层面取得的一些成就在大陆留下了更为深远 

的影响——最显著的成就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国民党中国还成为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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